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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組織學習因素對組織創新影響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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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ontext of moral education in France using 
civic identity education as a framework. Luc Chatel, the minister of French 
National Education, stated in 2011 that he intended to reinstate morality in 
schools. According to civic identity education, the spirit of the republic has 
been the main value of moral education since the third French republic. 
After May 1968, as morality became a sensitive word, civic education 
replaced moral education. After 2000, the French government attempted to 
reinstate morality in schools. Civic and moral education in Taiwan has 
changed its name and pedagogical content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Debates 
on the morality of examinations have also taken place. However, neither 
Taiwan nor France can neglect the following 3 points: (a) material obeisance 
and spirited resistance are principle and necessary characteristics of a 
modern citizen; (b) we cannot return to a previous moral state; and (c) a new 
plural civic identity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itizen identity education 
must be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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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對教育革新的需求，組織創新已成為維持學校競爭力的重要關

鍵，而組織學習則為促進學校組織創新的重要策略。組織學習對於組織

創新的正向影響，已獲得許多實證研究的支持，然而，多數的研究僅說

明了組織學習有助於組織創新，卻未對於組織學習的因素層面與組織創

新之間的影響關係進行探討。是故，本研究主要目的係針對學校組織學

習因素層面對於組織創新的影響關係進行探討。在研究方法上，採調查

研究法進行之，針對新竹縣市公立國民小學教師進行問卷調查，有效樣

本計 502 份。在分析方法上，則使用兩階段 SEM 程序進行影響關係的
檢定。本研究獲致以下結論：（一）「系統思考」是促進組織學習的重要

前置因素；（二）「團隊學習」對於組織創新最具直接影響效果；（三）「資

訊蒐集」與「溝通對話」是促進學校組織創新的重要媒介。最後，依據

研究結果，針對學校實務與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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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學校的創新，已被視為提昇教育品質的重要指標。面對教育的變
革，學校所處環境已從傳統封閉系統（close system）轉變成為開放系統
（open system），學校組織係處於一個動態的變化之中；為求生存與發
展，除了對內維持各次級系統的穩定運作之外，對外則必須適應外部環

境的變遷（秦夢群，1998；謝文全，2003）。此典範轉變，促使學校本身
成為一個需要革新的單位。檢視國內近年來中央與地方所推動的革新方

案，「創新」一直被視為重要的元素，例如，臺北市政府推動的「優質學

校」評選，即強調各方面校務的創新做法與創新成果（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2004）；再者，如 e化教室的建置與推廣，亦是促進教師教學與學生
學習創新的具體方案（張奕華、王緒溢、吳權威、吳宗哲與韓長澤，2011）。
面對諸多革新的要求與推展，學校的變革不再係靠一紙命令就能有所成

效，而是需要透過一個學習適應與創新求變的過程，以提昇學校組織的

競爭力。 
在當前教育革新脈絡之下，「創新」已成為組織維持競爭力的關鍵

要素，然而，Victor、Fernando和Nuria（2008）指出，創新雖被認為有
助於組織績效的提昇，但多數的組織卻無從發展之。就學校組織而言，

面對一波接著一波的改革浪潮，既有的運作思維與模式，已經不足以跟

上變革的腳步，亦無法產出符合社會期待的教育品質。張明輝（2002）
指出，傳統的學校係屬養護性組織，其組織特性較為穩定與保守，相對

地，因應環境變革的能力較為薄弱。然而，來自企業界新興的理論與模

式，對學校組織的經營與運作，帶來極大的啟發與省思，影響所及，我

國學校組織在近十年以來，興起一波創新的熱潮，舉凡在學校的經營管

理、課程教學、環境設備以及社區參與等各面向，莫不力求創新以維持

學校競爭力與教育品質。學校組織跟隨企業的變革風潮，苦思學校的變

革與創新，致使創新不僅止於一個口號，更是一項學習與行動。Beare
（2001）認為，未來的學校應具備求新、求變及求生存的特質；吳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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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對學校組織的經營與運作，帶來極大的啟發與省思，影響所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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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課程教學、環境設備以及社區參與等各面向，莫不力求創新以維持

學校競爭力與教育品質。學校組織跟隨企業的變革風潮，苦思學校的變

革與創新，致使創新不僅止於一個口號，更是一項學習與行動。Beare
（2001）認為，未來的學校應具備求新、求變及求生存的特質；吳清山

（2005）則強調，有意義的變革是建立在創新的基礎之上，因此，學校
創新經營是必然的趨勢。然而，Jones（2004） 指出，創新雖帶來變革，
卻也伴隨著相當的風險。職是之故，學校組織的變革，並非盲目的追求

創新；相對地，有意義的創新，應建立在學校的發展願景之上，配合學

校的文化、特性與需求，擬定創新的策略，並透過成員的合作與學習，

與內、外部資源的結合及運用，才能真正藉由組織創新的概念與行動來

提昇教育品質。 
學校的創新並非一蹴可及，相對地，必須透過適當的變革策略來促

進組織的改變。面對創新的趨勢與壓力，學校創新經營已無法單靠校長

一人、抑或是少部份學校成員的努力即可遂行。相反地，學校應透過全

體成員之間的合作、互動、分享以及學習，共同面對變革的壓力，亦即

透過組織學習的歷程，將學校革新轉化為學校組織文化的一部份（吳明

烈，2003；李瑞娥，2005）。此外，環境的變遷與知識的快速更新，使
組織面對高度不確定性的挑戰；當傳統的思維方式與組織運作型態無法

有效發揮功能時，藉由組織學習來提昇競爭力，已成為組織發展的最佳

策略（林新發、邱國隆與王秀玲，2004）。再者，學校的經營與運作，
應著重在學校變革願景的建立，改變傳統的思考模式為系統性之思考，

透過團隊的精神及行動的學習，使個人潛能、組織活力充分的發揮，調

整僵化的科層體制為學習型組織，則組織革新的目標方能克竟全功（張

添洲，2003）。綜上所述，當前的環境已促使學校成為革新的主體，成
員彼此之間同屬一個團隊，面對未知且持續的挑戰，必須透過組織學習

的歷程，突破過往的心智模式，方能對內在與外在的變革需求有所回應。 
    由上可知，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已成為學校促進革新的重要策略。
就兩者關係而言，組織學習可以促進組織創新（Argyris & Schon, 1978; 
Stata, 1989），這樣的論點，已在教育領域的相關研究中獲得驗證（王世
璋，2006；李瑞娥，2004；張妙琳，2006；黃瓊容，2004；蔡博，2009；
顏弘欽，2009）。然而，前述的研究成果僅能說明學校整體的組織學習，
對於組織創新是有正向影響的，至於不同的組織學習因素層面對於組織

創新的影響效果為何，則有待進一步的釐清。除此之外，不同的組織學

習因素層面之間是否存在影響關係，也缺乏實證性的探討。因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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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要目的，即在探討組織學習不同因素層面對學校組織創新的影響效

果，以瞭解在組織學習的過程中，各因素層面透過何種關係對學校的組

織創新產生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學校組織學習的內涵與層面 

組織學習是促進組織在環境中取得平衡與持續進化的重要關鍵，且

為組織適應環境的一種行動，其間涉及了知識的分享、發展與運用，同

時連結組織內成員及團隊，進而建構出整體組織的學習策略及模式

（Cayla, 2008）。Leithwood、Aitken與Jantzi（2001）指出，組織學習是
一種互動的過程，亦是一種分享知識與個人心智模式的歷程，其藉由「組

織記憶」中既有的經驗與知識，提供組織成員反思並激發創新的產生。

因此，組織學習可視為組織為了適應環境需求與達成目標所為的一種行

動，其透過組織的運作、系統的學習與知識的分享來促進成員及組織整

體持續發展，係為組織變革的一種策略。  
Argyris與Schon（1978）基於現有價值與規範改變的觀點，將組織

學習區分為「單環學習」（single-loop learning）及「雙環學習」（double-loop 
learning） 兩種類型，前者是運用例行性的學習來解決問題及完成組織
目標，係屬於組織內部的適應過程，後者則強調在組織意圖下重新修正

目標、制度及政策，設法找出問題原委，並發展出可行之具體作為與策

略，係屬對於外在環境的適應過程。另外，McGill、Slocum與Lei（1992）
將組織學習的類型區分為適應性學習（adaptive learning）與創造性學習
（generative learning），前者以維持組織成員現有技能與增強解決現有
問題的能力為主，後者以培養組織成員判斷問題之能力以具備適應未來

之能力為重點。由此可知，組織學習不僅具備適應當前環境的功能，更

能透過回饋、修正、以及發展的歷程而引領組織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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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組織在持續變遷環境中適應及生存，組織學習已成為各類型

組織的重要組織發展策略之一。就學校而言，組織學習具有改變學校組

織文化、促進專業發展、以及激發教學創新等功能（李瑞娥，2005）。
同時，組織學習也能幫助學校提昇其能力，並避免相同錯誤的發生

（Thornton, Shepperson, & Canavero, 2007）。檢視國內相關研究，組織
學習係探討學校效能的重要因素，如江志正（2000）、李瑞娥（2004）
以及張奕華（1997）等人之研究，皆歸納組織學習情況愈佳，則學校效
能愈高的結論。再者，組織學習亦能形塑較佳的組織文化或氣氛，以及

激發教師的專業發展（吳昌期，2006；余錦漳，2001）。至於在變項的
測量方面，相關研究多將學校的組織學習視為一個多面向的構念，換言

之，即透過不同的因素構面據以衡量學校的組織學習。歸納相關研究發

現，重要的因素構面如系統思考（王世璋，2006；江志正，2000；張奕
華，1997）、團隊學習與合作（王世璋，2006；江志正，2000；李瑞娥，
2004；余錦漳，2001；張奕華，1997）、資訊蒐集或分享（王世璋，2006；
江志正，2000；李瑞娥，2004；余錦漳，2001）、成員溝通或對話（王
世璋，2006；李瑞娥，2004；余錦漳，2001）等。綜合上述相關研究之
論點，本研究將學校的組織學習分為下列四個因素層面加以探討： 
（一）系統思考：係指透過系統性與整體性的思維，規劃各項學校事務

與計畫願 景，以建立有效且周延的運作及發展模式。  
（二）資訊蒐集：係指學校成員能依教學實務或專業發展之需求，有效

的蒐集相關資訊。 
（三）團隊學習：係指學校成員運用正式與非正式管道，透過合作與分

工的方式進行學習。 
（四）溝通對話：係指學校成員能有效的進行溝通與對話，促進資訊、

知識與經驗的分享與交流。 

二、學校組織創新的內涵與層面 

在知識遽增、資訊爆炸與市場競爭的環境中，創新是促使組織更具

有競爭力的策略選擇（Fco, Moreno, & Morales, 2005）。Drucker（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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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創新是系統化、具目的性與組織性的尋求改變，而組織創新即組織

對現況的另類選擇，亦即將創意或新穎的想法，轉變成有用的商品、服

務或生產方法的過程（Hodge, Anthony, & Gales, 1996）。吳清山（2005）
則指出，創新需具備新奇（novelty）、改變（change）、精緻（betterness）
與特色（difference）等四個要件。是故，組織創新的要義，不僅是改變
現狀與轉化創意為行動，更需藉由創新的歷程，使組織的運作、產出與

服務朝向精緻化且具有特色，以創造出具有競爭力的價值。  
創新的重要性已不容忽視，相對於有形的資產、資本與勞動力，創

新是一種無形的知識與能量，是組織不斷尋求自我突破的能力，亦是持

續學習與進化的過程。Damanpour與Wischnevsky（2006）指出，組織的
創新始於新知識的覺察，並透過共識與策略的形成而付諸行動，同時藉

由行動實行與修正，形成一個持續且具循環的動態過程，而組織創新的

型態，依各學者的觀點與研究重點之差異而有所不同。有關組織創新的

類型，Henderson與Clark（1990）依改變的程度，將組織創新分為漸進
式創新、模組式創新、架構式創新及突破式創新等四項類型。Robbins
（2001）則依創新的主體，認為組織創新包含結構、技術、物質及人員
等四個層面的創新。Dougherty（2001）則依創新的範圍，將組織創新分
為發展策略、生產方式、例行工作與制度管理等四個層面。除此之外，

Damanpour與Wischnevsky（2006）則依創新生產與採用的概念，將組織
分為創新型組織（高生產高採用）、創新生產型組織（高生產低採用）、

創新採用型組織（低生產高採用）與非創新組織（低生產低採用）等四

項類型。  
就學校而言，其組織性質不同於一般的企業，因組織目標趨於模糊，

且經營運作上須受較多的法令的規範，是故，難以用具體的產品、技術

或管理模式界定創新與否。蕭佳純（2007）指出，學校創新即是學校對
於新意念、新奇性、實驗性及創造過程的經營與支持，而其結果將產生、

接受與執行在學校行政管理、課程教學、教師專業、學生輔導、社區參

與等各層面，以產生有效用、有價值之新的構想、程序、服務、活動與

知識。湯志民（2006）則列舉學校組織創新的方式包括觀念創新、行政
創新、課程創新、教學創新、文化創新、活動創新、環境創新與特色創



105

學校組織學習因素對組織創新影響之探討

認為創新是系統化、具目的性與組織性的尋求改變，而組織創新即組織

對現況的另類選擇，亦即將創意或新穎的想法，轉變成有用的商品、服

務或生產方法的過程（Hodge, Anthony, & Gales, 1996）。吳清山（2005）
則指出，創新需具備新奇（novelty）、改變（change）、精緻（betterness）
與特色（difference）等四個要件。是故，組織創新的要義，不僅是改變
現狀與轉化創意為行動，更需藉由創新的歷程，使組織的運作、產出與

服務朝向精緻化且具有特色，以創造出具有競爭力的價值。  
創新的重要性已不容忽視，相對於有形的資產、資本與勞動力，創

新是一種無形的知識與能量，是組織不斷尋求自我突破的能力，亦是持

續學習與進化的過程。Damanpour與Wischnevsky（2006）指出，組織的
創新始於新知識的覺察，並透過共識與策略的形成而付諸行動，同時藉

由行動實行與修正，形成一個持續且具循環的動態過程，而組織創新的

型態，依各學者的觀點與研究重點之差異而有所不同。有關組織創新的

類型，Henderson與Clark（1990）依改變的程度，將組織創新分為漸進
式創新、模組式創新、架構式創新及突破式創新等四項類型。Robbins
（2001）則依創新的主體，認為組織創新包含結構、技術、物質及人員
等四個層面的創新。Dougherty（2001）則依創新的範圍，將組織創新分
為發展策略、生產方式、例行工作與制度管理等四個層面。除此之外，

Damanpour與Wischnevsky（2006）則依創新生產與採用的概念，將組織
分為創新型組織（高生產高採用）、創新生產型組織（高生產低採用）、

創新採用型組織（低生產高採用）與非創新組織（低生產低採用）等四

項類型。  
就學校而言，其組織性質不同於一般的企業，因組織目標趨於模糊，

且經營運作上須受較多的法令的規範，是故，難以用具體的產品、技術

或管理模式界定創新與否。蕭佳純（2007）指出，學校創新即是學校對
於新意念、新奇性、實驗性及創造過程的經營與支持，而其結果將產生、

接受與執行在學校行政管理、課程教學、教師專業、學生輔導、社區參

與等各層面，以產生有效用、有價值之新的構想、程序、服務、活動與

知識。湯志民（2006）則列舉學校組織創新的方式包括觀念創新、行政
創新、課程創新、教學創新、文化創新、活動創新、環境創新與特色創

新等層面。就國內相關研究而言，諸多研究者針對提昇學校組織創新的

因素進行探究，例如校長的領導（王世璋，2006；吳春助，2009；彭添
星，2011；濮世緯，2003）、組織文化或氣候（仲秀蓮，2011；李瑞娥，
2004；林信志，2006；顏童文，2007）、成員特質（蕭佳純，2007）。部
分研究則強調學校組織創新可能產生的成果，如較佳的學校或組織效能

（江澈，2007；柯嚴賀，2007；徐易男，2009；黃哲彬，2011）。由此可
知，組織創新的概念已廣泛運用於學校運作與經營的各項層面，並期透

過組織創新的概念運用或過程，創造更佳的效能與教育品質，係為當今

學校重要的組織發展策略。Damanpour（1991）指出，組織的創新可能
反映在產品、技術、服務或管理等層面上，是故，學校的組織創新可區

分為不同層面來探討。檢視國內相關研究，探討學校組織創新的重要層

面如行政管理（王世璋，2006；李瑞娥，2004；顏童文，2007）、課程與
教學（王世璋，2006；李瑞娥，2004）、文化或氣氛（王世璋，2006；李
瑞娥，2004；柯嚴賀，2007）、學生學習（秦夢群與濮世緯，2006）、資
源與設備（王世璋，2006；李瑞娥，2004；柯嚴賀，2007；秦夢群與濮
世緯，2006）等。綜合前述相關研究觀點，本研究將學校的組織創新分
為下列五個層面加以探討： 
（一）行政管理創新：係指學校能運用創新的觀念及策略，有效提昇學

校行政運作效率，同時鼓勵與支持教師對校務的參與及投入。 
（二）課程教學創新：係指學校在課程內容、教學活動、教學方式等方

面能有所創新。  
（三）學生活動創新：係指學校能以創新的方式辦理各項活動與競賽，

鼓勵學生展現多元才能。  
（四）文化氣氛創新：係指學校能營造有利創新的組織氛圍，對於創新

的觀念、行動與表現能予以鼓勵與支持。  
（五）資源運用創新：係指學校能以創新的策略妥善運用學校設備資源，

並積極爭取校外資源，以利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之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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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的關聯 

學校經營之目的，在於提昇學校的教育品質。外在環境的快速更迭，

促使學校必須以持續學習與積極創新的作為來因應變革的需求。Bate與
Khasawneh（2005）指出，組織若具學習的文化，則有利於組織創新的
進行，顯示學校的組織學習，可以透過經驗、知識與理念的轉化以促成

學校的創新作為。此外，魏惠娟（2007）指出，組織學習能產生前所未
有的綜效，短期而言，可預期對於組織的改變，長期而言，組織在文化、

領導與結構上都會逐漸改變，且能提昇組織效能並永續生存。由此可見，

推動與促進學校的學習，與學校組織創新具密切的關係。 
學校透過組織學習來促進組織創新的論點，雖然已在國內教育領域

的諸多研究獲得支持（王世璋，2006；李瑞娥，2004；張妙琳，2006；
黃瓊蓉，2004），然而，多數研究並未針對組織學習不同因素層面，對於
組織創新的影響關係或效果做進一步的分析。檢視國內相關研究，部分

研究發現指出，不同組織學習的因素層面與學校的組織創新具正向相關

（李瑞娥，2004；陳鈞泓，2011；黃瓊蓉，2004），然而，前述的研究結
果，並無法進一步指出組織學習因素層面對於組織創新的影響為何。另

外，張奕華、顏弘欽與謝傳崇（2008）透過多元逐步迴歸分析學校組織
學習各層面（系統思考、資訊蒐集、團隊學習、溝通對話）對學校組織

創新的影響，其結果顯示，四個組織學習的層面對組織創新皆具顯著的

預測力，其解釋變異量達 70.6%，此外，蕭佳純（2007）的研究發現，
學校成員的團隊學習可以提高學校的創新程度。前述研究雖可說明組織

學習因素層面可以正向影響組織創新，但對於組織學習因素層面間的關

係卻無進一步的探究。歸納而言，當前的研究成果，僅說明了學校組織

學習對於組織創新的直接影響，據此，本研究針對學校組織學習與組織

創新的關係，提出一個假設模式（如圖 1），其假設了學校組織學習的四
個因素層面，分別對組織創新有直接的影響。然而，此模式並無法完全

符合本研究所欲探討之目的，面對缺乏理論基礎支持之情況下，本研究

採取 Anderson與 Gerbing（1988）所提出的兩階段結構方程模式法，透

過巢套模式的比較，進一步釐清組織學習的不同因素層面與組織創新之

間的關係，除了直接的影響效果之外，是否存在其他的影響關係。 

 

 

 

 

 

 

 

 

圖 1 假設模式圖 

四、兩階段 SEM的檢定程序 

    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 SEM）係一種用以分析
潛在變數之間關係的統計方法。一個標準的結構方程模式，包含了測量

模式與結構模式兩個部分。單一階段的 SEM同時對測量模式與結構模
式進行估計，當出現模式適配度不佳時，即很難判斷模式的錯誤或誤差

是來自結構模式或測量模式，或兩者兼具（Kline, 2005）。針對此問題，
可運用 Anderson與 Gerbing（1988）提出的兩階段 SEM的檢定程序來處
理，即先檢驗測量模式的適配度，當其達到可接受之標準時，再進行結

構模式的檢測。 
    Anderson與 Gerbing的兩階段 SEM程序，主要依據巢套模式的連續
卡方差異比較（sequential chi-square difference tests, SCDTs）進行分析。
在同一組潛在變數關係中，可分為飽和模式（Ms）、虛無模式（Mn）、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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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學校必須以持續學習與積極創新的作為來因應變革的需求。Bate與
Khasawneh（2005）指出，組織若具學習的文化，則有利於組織創新的
進行，顯示學校的組織學習，可以透過經驗、知識與理念的轉化以促成

學校的創新作為。此外，魏惠娟（2007）指出，組織學習能產生前所未
有的綜效，短期而言，可預期對於組織的改變，長期而言，組織在文化、

領導與結構上都會逐漸改變，且能提昇組織效能並永續生存。由此可見，

推動與促進學校的學習，與學校組織創新具密切的關係。 
學校透過組織學習來促進組織創新的論點，雖然已在國內教育領域

的諸多研究獲得支持（王世璋，2006；李瑞娥，2004；張妙琳，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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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指出，不同組織學習的因素層面與學校的組織創新具正向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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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各層面（系統思考、資訊蒐集、團隊學習、溝通對話）對學校組織

創新的影響，其結果顯示，四個組織學習的層面對組織創新皆具顯著的

預測力，其解釋變異量達 70.6%，此外，蕭佳純（2007）的研究發現，
學校成員的團隊學習可以提高學校的創新程度。前述研究雖可說明組織

學習因素層面可以正向影響組織創新，但對於組織學習因素層面間的關

係卻無進一步的探究。歸納而言，當前的研究成果，僅說明了學校組織

學習對於組織創新的直接影響，據此，本研究針對學校組織學習與組織

創新的關係，提出一個假設模式（如圖 1），其假設了學校組織學習的四
個因素層面，分別對組織創新有直接的影響。然而，此模式並無法完全

符合本研究所欲探討之目的，面對缺乏理論基礎支持之情況下，本研究

採取 Anderson與 Gerbing（1988）所提出的兩階段結構方程模式法，透

過巢套模式的比較，進一步釐清組織學習的不同因素層面與組織創新之

間的關係，除了直接的影響效果之外，是否存在其他的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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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階段 SEM的檢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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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進行估計，當出現模式適配度不佳時，即很難判斷模式的錯誤或誤差

是來自結構模式或測量模式，或兩者兼具（Kline, 2005）。針對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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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即先檢驗測量模式的適配度，當其達到可接受之標準時，再進行結

構模式的檢測。 
    Anderson與 Gerbing的兩階段 SEM程序，主要依據巢套模式的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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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模式（Mt）、巢套於理論模式的相似模式（Mc）及理論模式巢套的相

似模式（Mu）等五種模式。前述五種模式的巢套關係為Mn< Mc< Mt< Mu< 
Ms。其中，飽和模式係假設所有潛在變項間具有共變異或因果關係，而

虛無模式則假設所有變項間不存在任何關係，因此，兩者不須進行估計。

Anderson與 Gerbing指出，研究者應先提出一個理論模式，該模式描述
了潛在變項間的假設關係，隨即進行兩階段 SEM的檢定，以確認是否
增列或刪除潛在變項間的關係。 
    在檢定程序上，係將理論模式界定為一個測量模型，其等同於所有
潛在變數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由於理論模式係為測量模型的限制式，若

兩者無顯著差異且適配程度良好，則表示理論模式可以正確地描述潛在

變項間的關係，反之，則表示可能有細列誤差的存在，因此，需針對測

量模型進行修正，直到其模式適配度達成理想之程度。當獲致一個良好

適配的測量模型時，即以此測量模型為基準，進行結構模式分析，若兩

者有顯著差異，則進行結構模式的修正，直到兩個無顯著差異時，即可

確立潛在變項間的結構關係。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調查研究法。首先，針對學校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之相
關文獻進行探討；再以問卷調查蒐集國民小學教師對學校組織學習與組

織創新的知覺資料；最後，進行統計分析，以瞭解學生組織學習各層面

對組織創新的影響關係及效果。在分析架構上，分別以組織學習的四個

層面（系統思考、資訊蒐集、團隊學習、溝通對話）及組織創新為潛在

變數，並運用結構方程模式探討其關係。在模式分析上，以 Anderson
與Gerbing（1988）的兩階段 SEM方法進行之，並以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ML）進行參數之估計，接續透過巢套模式的差異比較，以確

認潛在因素間最適的敘列關係。 

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新竹縣市所屬的國民小學（不含私立小學）為研究範圍，

以前揭兩縣市的國民小學教師（包含教師兼主任、教師兼組長、專任教

師）為研究樣本。受訪樣本依據其知覺判斷，針對問卷之題目加以評量

該校之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之現況。本研究問卷調查之實施，採用分層

隨機抽樣之方式進行施測，先以縣市別為分層之標準，依新竹縣市公立

國民小學校數比例進行抽樣。  
預試階段共計抽取 16所樣本學校，每校寄發問卷 15份，合計 240

份，回收問卷 213份，扣除無效問卷 10份，共回收有效 203份，回收率
為 85％，用以進行研究工具之發展與信效度分析。正式施測階段共抽取
80校為樣本學校，再依學校規模（大型為 37班以上；中型為 13至 36
班；小型為 12班以下），各抽取 15、10、5人，共計寄出 700份問卷，
回收 513份，扣除填答不全或呈固定反應者 11份，有效問卷共計 502
份，回收率為 72%。  
本研究之正式樣本為 502位公立國民小學之教師。以下就樣本之基

本特性分析之。在性別方面，女性教師有 352位，其比例占 70.1%；在
年齡方面，30歲以下、31-40歲、41-50歲及 51歲以上之教師比例分別
為 18.3%、48.4%、28.9%及 4.4%；在服務年資方面，5年以下、6-15年、
16-25年及 26年以上之教師比例分別為 21.0%、48.3%、26.0%及 4.8%；
在最高學歷方面，具碩士（含以上）學歷之教師比例為 25.1%；在擔任
職務方面，教師兼主任、教師兼組長及專任教師之比例分別為 16.5%、
34.4%及 49.1%；在任職學校規模方面，大型、中型及小型之比例則為
39.8%、26.4%及 33.8%。 

三、變項測量 

本研究工具為「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調查問卷」，問卷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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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模式（Mt）、巢套於理論模式的相似模式（Mc）及理論模式巢套的相

似模式（Mu）等五種模式。前述五種模式的巢套關係為Mn< Mc< Mt< Mu< 
Ms。其中，飽和模式係假設所有潛在變項間具有共變異或因果關係，而

虛無模式則假設所有變項間不存在任何關係，因此，兩者不須進行估計。

Anderson與 Gerbing指出，研究者應先提出一個理論模式，該模式描述
了潛在變項間的假設關係，隨即進行兩階段 SEM的檢定，以確認是否
增列或刪除潛在變項間的關係。 
    在檢定程序上，係將理論模式界定為一個測量模型，其等同於所有
潛在變數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由於理論模式係為測量模型的限制式，若

兩者無顯著差異且適配程度良好，則表示理論模式可以正確地描述潛在

變項間的關係，反之，則表示可能有細列誤差的存在，因此，需針對測

量模型進行修正，直到其模式適配度達成理想之程度。當獲致一個良好

適配的測量模型時，即以此測量模型為基準，進行結構模式分析，若兩

者有顯著差異，則進行結構模式的修正，直到兩個無顯著差異時，即可

確立潛在變項間的結構關係。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調查研究法。首先，針對學校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之相
關文獻進行探討；再以問卷調查蒐集國民小學教師對學校組織學習與組

織創新的知覺資料；最後，進行統計分析，以瞭解學生組織學習各層面

對組織創新的影響關係及效果。在分析架構上，分別以組織學習的四個

層面（系統思考、資訊蒐集、團隊學習、溝通對話）及組織創新為潛在

變數，並運用結構方程模式探討其關係。在模式分析上，以 Anderson
與Gerbing（1988）的兩階段 SEM方法進行之，並以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ML）進行參數之估計，接續透過巢套模式的差異比較，以確

認潛在因素間最適的敘列關係。 

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新竹縣市所屬的國民小學（不含私立小學）為研究範圍，

以前揭兩縣市的國民小學教師（包含教師兼主任、教師兼組長、專任教

師）為研究樣本。受訪樣本依據其知覺判斷，針對問卷之題目加以評量

該校之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之現況。本研究問卷調查之實施，採用分層

隨機抽樣之方式進行施測，先以縣市別為分層之標準，依新竹縣市公立

國民小學校數比例進行抽樣。  
預試階段共計抽取 16所樣本學校，每校寄發問卷 15份，合計 240

份，回收問卷 213份，扣除無效問卷 10份，共回收有效 203份，回收率
為 85％，用以進行研究工具之發展與信效度分析。正式施測階段共抽取
80校為樣本學校，再依學校規模（大型為 37班以上；中型為 13至 36
班；小型為 12班以下），各抽取 15、10、5人，共計寄出 700份問卷，
回收 513份，扣除填答不全或呈固定反應者 11份，有效問卷共計 502
份，回收率為 72%。  
本研究之正式樣本為 502位公立國民小學之教師。以下就樣本之基

本特性分析之。在性別方面，女性教師有 352位，其比例占 70.1%；在
年齡方面，30歲以下、31-40歲、41-50歲及 51歲以上之教師比例分別
為 18.3%、48.4%、28.9%及 4.4%；在服務年資方面，5年以下、6-15年、
16-25年及 26年以上之教師比例分別為 21.0%、48.3%、26.0%及 4.8%；
在最高學歷方面，具碩士（含以上）學歷之教師比例為 25.1%；在擔任
職務方面，教師兼主任、教師兼組長及專任教師之比例分別為 16.5%、
34.4%及 49.1%；在任職學校規模方面，大型、中型及小型之比例則為
39.8%、26.4%及 33.8%。 

三、變項測量 

本研究工具為「國民小學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調查問卷」，問卷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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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組織學習量表」及「國民小學組織創新量表」。各測量題項見

附錄所示。前述量表均採李克特氏六點量表方式設計，且皆為正向陳述

之題目，在每一題陳述之後標示「非常符合」、「符合」、「有些符合」、「有

些不符合」、「不符合」、「非常不符合」六個選項，分別獲得 6分、5分、
4分、3分、2分、1 分，由受試者就六者中圈選最符合學校實際狀況者。
由於李克特氏量表是一種總加評定量表（邱皓政，2012），因此，本研究
以潛在因素所屬測量題項的平均數，做為測量指標，換言之，因素層面

平均得分愈高，表示對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的知覺程度愈佳。 
在「國民小學組織學習量表」方面，係參酌余錦漳（2001）、李瑞娥

（2004）及王世璋（2006）等人之組織學習量表修訂而成，量表題目數
共計 17題，其中「系統思考」有 5題，「資訊蒐集」有 4題，「團隊學習」
有 3題，「溝通對話」則有 5題。本研究採單階驗證性因素分析進行之模
式適配度檢測。結果顯示，測量模式的自由度為 100，卡方檢定值為 
240.22（p <.001），顯示樣本共變數矩陣與理論模式共變數矩陣之間未達
適配程度；然卡方值易受樣本數的影響（邱皓政，2003；黃芳銘，2002），
故本研究參照其他指標進一步評鑑模式之適配程度。在指標的使用上，

Hu和 Bentler（1998, 1999）認為可採 SRMR，另外再搭配 NNFI、CFI 或
RMSEA 來評估模式。一般而言，採上述指標用以判斷模式之適配性時，
RMSEA 及 SRMR 應小於 0.08，而 NNFI 與 CFI 要大於 0.90（余民寧，
2006；邱皓政，2003）。據此，本研究主要即參照上述指標來評估模式的
適配性。本量表在上述指標方面，RMSEA為 .075，SRMR為 .052，NNFI
與 CFI分別為 .92與 .94，顯示本研究國民小學組織學習量表之適配度
良好。再者，前述四個因素層面的組合信度分別為 .89, .84, .76與 .93，
而平均變異抽取量則分別為 .62, .58, .51與 .74，顯示本研究國民小學組
織學習量表具良好信效度。 
在「國民小學組織創新量表」方面，係參酌李瑞娥（2004）、王世璋

（2006）及柯嚴賀（2007）等人之組織創新量表修訂而成，量表題目數
共計 18題，其中「行政管理創新」層面有 4題，「課程教學創新」層面
有 3題，「學生活動創新」層面有 3題，「文化氣氛創新」層面有 3題，「資
源運用創新」層面則有 5題。本研究針對「國民小學組織創新量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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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組織學習量表」及「國民小學組織創新量表」。各測量題項見

附錄所示。前述量表均採李克特氏六點量表方式設計，且皆為正向陳述

之題目，在每一題陳述之後標示「非常符合」、「符合」、「有些符合」、「有

些不符合」、「不符合」、「非常不符合」六個選項，分別獲得 6分、5分、
4分、3分、2分、1 分，由受試者就六者中圈選最符合學校實際狀況者。
由於李克特氏量表是一種總加評定量表（邱皓政，2012），因此，本研究
以潛在因素所屬測量題項的平均數，做為測量指標，換言之，因素層面

平均得分愈高，表示對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的知覺程度愈佳。 
在「國民小學組織學習量表」方面，係參酌余錦漳（2001）、李瑞娥

（2004）及王世璋（2006）等人之組織學習量表修訂而成，量表題目數
共計 17題，其中「系統思考」有 5題，「資訊蒐集」有 4題，「團隊學習」
有 3題，「溝通對話」則有 5題。本研究採單階驗證性因素分析進行之模
式適配度檢測。結果顯示，測量模式的自由度為 100，卡方檢定值為 
240.22（p <.001），顯示樣本共變數矩陣與理論模式共變數矩陣之間未達
適配程度；然卡方值易受樣本數的影響（邱皓政，2003；黃芳銘，2002），
故本研究參照其他指標進一步評鑑模式之適配程度。在指標的使用上，

Hu和 Bentler（1998, 1999）認為可採 SRMR，另外再搭配 NNFI、CFI 或
RMSEA 來評估模式。一般而言，採上述指標用以判斷模式之適配性時，
RMSEA 及 SRMR 應小於 0.08，而 NNFI 與 CFI 要大於 0.90（余民寧，
2006；邱皓政，2003）。據此，本研究主要即參照上述指標來評估模式的
適配性。本量表在上述指標方面，RMSEA為 .075，SRMR為 .052，NNFI
與 CFI分別為 .92與 .94，顯示本研究國民小學組織學習量表之適配度
良好。再者，前述四個因素層面的組合信度分別為 .89, .84, .76與 .93，
而平均變異抽取量則分別為 .62, .58, .51與 .74，顯示本研究國民小學組
織學習量表具良好信效度。 
在「國民小學組織創新量表」方面，係參酌李瑞娥（2004）、王世璋

（2006）及柯嚴賀（2007）等人之組織創新量表修訂而成，量表題目數
共計 18題，其中「行政管理創新」層面有 4題，「課程教學創新」層面
有 3題，「學生活動創新」層面有 3題，「文化氣氛創新」層面有 3題，「資
源運用創新」層面則有 5題。本研究針對「國民小學組織創新量表」提

出測量模型，並以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進行模式適配度評鑑及信效度分

析。測量模式顯示自由度為 130，卡方檢定值為 257.59（p <.001），顯
示樣本共變數矩陣與理論模式共變數矩陣之間未達適配程度；進一步參

照其他適配指標，在 RMSEA、SRMR、NNFI及 CFI等指標的數值分別
為 .070、.048、.95及.95，顯示本研究國民小學組織創新量表之適配度
良好。再者，前述五個因素層面的組合信度分別為 .92 .87, .90, .85
與 .90，而平均變異抽取量則分別為 .74 .69, .76, .66與 .64，顯示本研究
國民小學組織創新量表具良好信效度。 
前述的分析，對於本研究假設模式所界定五個潛在變項提供一個合

理性的支持。首先，就學校組織學習的測量模式而言，經驗證性因素分

析的檢測，此包含四個潛在因素的單階斜交模式具良好之適配度，因此，

將學校的組織學習界定為四個彼此之間具相互關係的因素層面，具有其

合理性。其次，就學校的組織創新而言，其經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檢

測，亦獲得支持，且本研究採用Marsh與 Hocevar（1985）的目標係數
（target coefficient）檢定，做為採用二階模式適切性的判斷依據。所謂
目標係數，係將單階模式的卡方值除以二階模式的卡方值，其值若接近

1，表示二階模式可以統御單階模式，使模式更為精簡。本研究組織創新
測量模式之目標係數為 .95，顯示二階模式具適切性，換言之，原本在
學校組織創新的測量上，係包含了五個潛在因素（行政管理創新、課程

教學創新、學生活動創新、文化氣氛創新、資源運用創新），而經過目

標係數的檢定，五個潛在因素適用以一個更高階的潛在因素（組織創新）

加以界定。 

肆、結果與討論 

一、測量模式分析 

    在此階段，本研究先針對假設模式的測量模式進行分析，亦即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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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變數允許彼此存在共變異的關係，換言之，此測量模式相當於五個

潛在因素的多因素斜交模式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其目的在於尋找與資料

具良好適配度之測量模式，以進行後續的結構模式檢測。 
    分析結果顯示，其 χ2為 783.14（df = 199），達顯著水準，顯示樣本
共變數矩陣與理論模式共變數矩陣之間未達適配程度。依據 Jőreskog與
Sőrbom（1989）之觀點，χ2易受樣本大小、多變量常態性及模式複雜度

的影響，因此，建議將其視為一般性的適配指標。在實務上，研究者應

追求相對較小的 χ2，而非不顯著的 χ2（魏文欽，2008）。因此，本研究
輔以卡方自由度比（χ2/df）來分析模式契合度，並參照其他指標進一步
評鑑模式之適配度。依 Hu與 Bentler（1998, 1999）之建議，可採用 SRMR
指標，再搭配 NNFI、CFI 或 RMSEA指標來評估模式；其中 SRMR與
RMSEA指標應小於 .08，而 CFI與 NNFI指標則應大於.90。除前述四
項指標外，本研究亦參考 GFI指標，以瞭解模式的解釋力，其理想數值
則應大於.90。此外，以 CN值來衡量所使用的樣本數是否足夠用來估計
模式的參數及模式的適配度，其理想數值應大於 200（黃芳銘，2004）。
依前述指標，假設模式之測量模式的 χ2/df、RMSEA、SRMR、CFI、NNFI、
GFI及 CN值分別為 3.93, .077, .047, .93, .92, .88及 164.92。其中，χ2/df、
GFI及 CN值均未達理想標準，顯示模式需進一步修正。 
    在模式修正方面，本研究首先檢視測量變項之信度指標，即其因素
負荷量是否大於.71之標準；再者，檢視測量變項之殘差共變程度，若殘
差共變愈大，表示可能存在高度多元共線性的情形。特別說明的是，因

測量模式允許所以潛在變項間存在共變關係，因此，此部份將不納入修

正的範圍內。檢視結果發現，各測量題項與所屬潛在變項的因素負荷量

標準化係數皆大於 .71，顯示各題項之信度良好。其次，本研究針對測
量變項的殘差共變情形進行檢視。在此階段，本研究依據MI修正指標
（modification index, MI）做為模式修正的參考。MI修正指標的用途，
主要藉以判斷某個固定參數被設定為自由參數並重新估計時，其能降低

整個模式卡方值的數量（余民寧，2006；黃芳銘，2002）。依據前述，本
研究發現部份測量變項間存在較嚴重共變情形，應考慮予以刪除。在依

序刪除了 x1及 x6等兩個測量變項，重新估計後得到一個適配度良好的

測量模式。修正後測量模式之 χ2/df、RMSEA、SRMR、CFI、NNFI、GFI
及 CN值依序分別為 3.06, .064, .041, .95, .95, .91及 208.27。除 χ2/df已大
幅降低外（愈小愈好，一般以小於 2或 3為標準），其餘適配指標亦達理
想之標準，因此，本研究以此修正後測量模式為基準，進行後續結構模

式的分析。 

二、結構模式分析 

    在確立一個具良好適配度的測量模式後，接續進行結構模式的檢
視。首先，針對本研究假設模式與修正後測量模式進行 χ2差異比較。結

果發現，假設模式Mt之 χ2為 1354.21（df = 166），測量模式Mm之 χ2為

490.76（df = 160）；因 dft－dfm及 p < .001之 χ2為 22.46（Δdf = 6），且
Mt－Mm之 χ2為 863.45，遠大於臨界值，表示假設模式對資料的適配度
顯著低於測量模式，換言之，假設模式隱含著嚴重的細列誤差

（misspecification），因此，必須針對假設模式進行修正。 
    修正模式Mr1先開放「系統思考」→「資訊蒐集」的路徑關係，亦
即將此原本限制估計的參數改為自由估計，結果顯示Mr1之 χ2為 1067.53
（df = 165），且Mr1－Mt之 χ2為 286.68（dfmr1－dft = 1），大於 10.83之
臨界值（p < .001），顯示Mr1之適配度優於Mt，然而與Mm比較，其 χ2

仍遠大於臨界值 20.52（Δdf = 5），因此，仍需進行修正。第二次修正模
式Mr2再開放「系統思考」→「團隊學習」的路徑關係，此時Mr2之 χ2

為 800.60（df = 164），與Mr1相較，其適配程度已明顯改善（Mr2－Mr1 = 
266.93，大於臨界值 10.83，p < .001），但與Mm比較，其 χ2仍遠大於臨

界值 18.47（Δdf = 4），顯示Mr2與測量模式之適配程度仍有顯著差異。

第三次修正Mr3再開放「系統思考」→「溝通對話」的路徑關係，此時
Mr3之 χ2為 645.09（df = 163），與Mr2相較，其適配程度已明顯改善（Mr3

－Mr2 = 155.51，大於臨界值 10.83，p < .001），然Mr3－Mm = 154.33，大
於臨界值 16.27（Δdf = 3），仍無法達成理想適配程度。第四次修正再開
放「資訊蒐集」→「團隊學習」的路徑關係，此時Mr4之 χ2為 571.49（df 
= 162），與Mr3相較，其適配程度已明顯改善（Mr4－Mr3 = 73.60，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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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變數允許彼此存在共變異的關係，換言之，此測量模式相當於五個

潛在因素的多因素斜交模式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其目的在於尋找與資料

具良好適配度之測量模式，以進行後續的結構模式檢測。 
    分析結果顯示，其 χ2為 783.14（df = 199），達顯著水準，顯示樣本
共變數矩陣與理論模式共變數矩陣之間未達適配程度。依據 Jőreskog與
Sőrbom（1989）之觀點，χ2易受樣本大小、多變量常態性及模式複雜度

的影響，因此，建議將其視為一般性的適配指標。在實務上，研究者應

追求相對較小的 χ2，而非不顯著的 χ2（魏文欽，2008）。因此，本研究
輔以卡方自由度比（χ2/df）來分析模式契合度，並參照其他指標進一步
評鑑模式之適配度。依 Hu與 Bentler（1998, 1999）之建議，可採用 SRMR
指標，再搭配 NNFI、CFI 或 RMSEA指標來評估模式；其中 SRMR與
RMSEA指標應小於 .08，而 CFI與 NNFI指標則應大於.90。除前述四
項指標外，本研究亦參考 GFI指標，以瞭解模式的解釋力，其理想數值
則應大於.90。此外，以 CN值來衡量所使用的樣本數是否足夠用來估計
模式的參數及模式的適配度，其理想數值應大於 200（黃芳銘，2004）。
依前述指標，假設模式之測量模式的 χ2/df、RMSEA、SRMR、CFI、NNFI、
GFI及 CN值分別為 3.93, .077, .047, .93, .92, .88及 164.92。其中，χ2/df、
GFI及 CN值均未達理想標準，顯示模式需進一步修正。 
    在模式修正方面，本研究首先檢視測量變項之信度指標，即其因素
負荷量是否大於.71之標準；再者，檢視測量變項之殘差共變程度，若殘
差共變愈大，表示可能存在高度多元共線性的情形。特別說明的是，因

測量模式允許所以潛在變項間存在共變關係，因此，此部份將不納入修

正的範圍內。檢視結果發現，各測量題項與所屬潛在變項的因素負荷量

標準化係數皆大於 .71，顯示各題項之信度良好。其次，本研究針對測
量變項的殘差共變情形進行檢視。在此階段，本研究依據MI修正指標
（modification index, MI）做為模式修正的參考。MI修正指標的用途，
主要藉以判斷某個固定參數被設定為自由參數並重新估計時，其能降低

整個模式卡方值的數量（余民寧，2006；黃芳銘，2002）。依據前述，本
研究發現部份測量變項間存在較嚴重共變情形，應考慮予以刪除。在依

序刪除了 x1及 x6等兩個測量變項，重新估計後得到一個適配度良好的

測量模式。修正後測量模式之 χ2/df、RMSEA、SRMR、CFI、NNFI、GFI
及 CN值依序分別為 3.06, .064, .041, .95, .95, .91及 208.27。除 χ2/df已大
幅降低外（愈小愈好，一般以小於 2或 3為標準），其餘適配指標亦達理
想之標準，因此，本研究以此修正後測量模式為基準，進行後續結構模

式的分析。 

二、結構模式分析 

    在確立一個具良好適配度的測量模式後，接續進行結構模式的檢
視。首先，針對本研究假設模式與修正後測量模式進行 χ2差異比較。結

果發現，假設模式Mt之 χ2為 1354.21（df = 166），測量模式Mm之 χ2為

490.76（df = 160）；因 dft－dfm及 p < .001之 χ2為 22.46（Δdf = 6），且
Mt－Mm之 χ2為 863.45，遠大於臨界值，表示假設模式對資料的適配度
顯著低於測量模式，換言之，假設模式隱含著嚴重的細列誤差

（misspecification），因此，必須針對假設模式進行修正。 
    修正模式Mr1先開放「系統思考」→「資訊蒐集」的路徑關係，亦
即將此原本限制估計的參數改為自由估計，結果顯示Mr1之 χ2為 1067.53
（df = 165），且Mr1－Mt之 χ2為 286.68（dfmr1－dft = 1），大於 10.83之
臨界值（p < .001），顯示Mr1之適配度優於Mt，然而與Mm比較，其 χ2

仍遠大於臨界值 20.52（Δdf = 5），因此，仍需進行修正。第二次修正模
式Mr2再開放「系統思考」→「團隊學習」的路徑關係，此時Mr2之 χ2

為 800.60（df = 164），與Mr1相較，其適配程度已明顯改善（Mr2－Mr1 = 
266.93，大於臨界值 10.83，p < .001），但與Mm比較，其 χ2仍遠大於臨

界值 18.47（Δdf = 4），顯示Mr2與測量模式之適配程度仍有顯著差異。

第三次修正Mr3再開放「系統思考」→「溝通對話」的路徑關係，此時
Mr3之 χ2為 645.09（df = 163），與Mr2相較，其適配程度已明顯改善（Mr3

－Mr2 = 155.51，大於臨界值 10.83，p < .001），然Mr3－Mm = 154.33，大
於臨界值 16.27（Δdf = 3），仍無法達成理想適配程度。第四次修正再開
放「資訊蒐集」→「團隊學習」的路徑關係，此時Mr4之 χ2為 571.49（df 
= 162），與Mr3相較，其適配程度已明顯改善（Mr4－Mr3 = 73.60，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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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界值 10.83，p < .001），然Mr4－Mm = 80.73，大於臨界值 13.82（Δdf = 
2），顯見適配程度仍不理想。第五次修正則開放「團隊學習」→「溝通
對話」的路徑關係，此時Mr5之 χ2為 495.08（df = 161），與Mr4相較，

其適配程度已明顯改善（Mr5－Mr4 = 76.41，大於臨界值 10.83，p < .001），
而Mr5－Mm = 4.32，小於臨界值 10.83（Δdf = 1），顯示第五次修正模式
Mr5與測量模式Mm無顯著差異，因此，修正至此已發現一個與資料適配

度良好的結構模式。然而，檢視模式Mr5的結構係數後發現，「資訊蒐集」

→「組織創新」的係數為不顯著（t = 0.63），因此，可考慮將此路徑關
係刪除，並進行第六次修正。第六次修正模式Mr6之 χ2為 494.90（df = 
162），其與Mr5及Mm皆未具顯著差異，且潛在變數間的結構係數皆達

顯著，因此，本研究經六次模式修正後（見表 1），獲致一個適配度良好
的結構模式。 
 
表 1 模式修正過程 

模式界定 修正模式與假設模式之 
χ2差異檢定 

修正模式與測量模式之 
χ2差異檢定 檢定結果 

Mr1 
開放「系統思考」
→「資訊蒐集」 

Mr1－Mt = 286.68 
dfr1－dft = 1 
χ2(1) = 10.83 
Mr1－Mt > 臨界值 

Mr1－Mm = 576.77 
dfr1－dfm = 5 
χ2(5) = 20.52 
Mr1－Mm > 臨界值 

適配度優於 Mt，劣
於Mm。 
（繼續修正） 

Mr2 
開放「系統思考」
→「團隊學習」 

Mr2－Mr1 = 266.93 
dfr2－dfr1 = 1 
χ2(1) = 10.83 
Mr2－Mr1 > 臨界值 

Mr2－Mm = 309.84 
dfr2－dfm = 4 
χ2(4) = 18.47 
Mr2－Mm > 臨界值 

適配度優於Mr1，劣
於Mm。 
（繼續修正） 

Mr3 
開放「系統思考」
→「溝通對話」 

Mr3－Mr2 = 155.51 
dfr3－dfr2 = 1 
χ2(1) = 10.83 
Mr3－Mr2 > 臨界值 

Mr3－Mm = 154.33 
dfr3－dfm = 3 
χ2(3) = 16.27 
Mr3－Mm > 臨界值 

適配度優於Mr2，劣
於Mm。 
（繼續修正） 

Mr4 
開放「資訊蒐集」
→「團隊學習」 

Mr4－Mr3 = 73.60 
dfr4－dfr3 = 1 
χ2(1) = 10.83 
Mr4－Mr4 > 臨界值 

Mr4－Mm = 80.73 
dfr4－dfm = 2 
χ2(2) = 13.82 
Mr4－Mm > 臨界值 

適配度優於Mr3，劣
於Mm。 
（繼續修正） 

Mr5 
開放「團隊學習」
→「溝通對話」 

Mr5－Mr4 = 76.41 
dfr5－dfr4 = 1 
χ2(1) = 10.83 
Mr5－Mr4 > 臨界值 

Mr5－Mm = 4.32 
dfr5－dfm = 1 
χ2(1) = 10.83 
Mr5－Mm < 臨界值 

適配度優於Mr4，與
Mm無差異。 
（發現不顯著結構
係數，繼續修正） 

Mr6 
刪除「資訊蒐集」
→「組織創新」 

Mr6－M5 = 0.18 
dfr6－dfr5 = 1 
χ2(1) = 10.83 
Mr6－M5 < 臨界值 

Mr6－Mm = 4.14 
dfr6－dfm = 2 
χ2(2) = 13.82 
Mr6－Mm < 臨界值 

適配度與Mr5及Mm
無差異。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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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界值 10.83，p < .001），然Mr4－Mm = 80.73，大於臨界值 13.82（Δdf = 
2），顯見適配程度仍不理想。第五次修正則開放「團隊學習」→「溝通
對話」的路徑關係，此時Mr5之 χ2為 495.08（df = 161），與Mr4相較，

其適配程度已明顯改善（Mr5－Mr4 = 76.41，大於臨界值 10.83，p < .001），
而Mr5－Mm = 4.32，小於臨界值 10.83（Δdf = 1），顯示第五次修正模式
Mr5與測量模式Mm無顯著差異，因此，修正至此已發現一個與資料適配

度良好的結構模式。然而，檢視模式Mr5的結構係數後發現，「資訊蒐集」

→「組織創新」的係數為不顯著（t = 0.63），因此，可考慮將此路徑關
係刪除，並進行第六次修正。第六次修正模式Mr6之 χ2為 494.90（df = 
162），其與Mr5及Mm皆未具顯著差異，且潛在變數間的結構係數皆達

顯著，因此，本研究經六次模式修正後（見表 1），獲致一個適配度良好
的結構模式。 
 
表 1 模式修正過程 

模式界定 修正模式與假設模式之 
χ2差異檢定 

修正模式與測量模式之 
χ2差異檢定 檢定結果 

Mr1 
開放「系統思考」
→「資訊蒐集」 

Mr1－Mt = 286.68 
dfr1－dft = 1 
χ2(1) = 10.83 
Mr1－Mt > 臨界值 

Mr1－Mm = 576.77 
dfr1－dfm = 5 
χ2(5) = 20.52 
Mr1－Mm > 臨界值 

適配度優於 Mt，劣
於Mm。 
（繼續修正） 

Mr2 
開放「系統思考」
→「團隊學習」 

Mr2－Mr1 = 266.93 
dfr2－dfr1 = 1 
χ2(1) = 10.83 
Mr2－Mr1 > 臨界值 

Mr2－Mm = 309.84 
dfr2－dfm = 4 
χ2(4) = 18.47 
Mr2－Mm > 臨界值 

適配度優於Mr1，劣
於Mm。 
（繼續修正） 

Mr3 
開放「系統思考」
→「溝通對話」 

Mr3－Mr2 = 155.51 
dfr3－dfr2 = 1 
χ2(1) = 10.83 
Mr3－Mr2 > 臨界值 

Mr3－Mm = 154.33 
dfr3－dfm = 3 
χ2(3) = 16.27 
Mr3－Mm > 臨界值 

適配度優於Mr2，劣
於Mm。 
（繼續修正） 

Mr4 
開放「資訊蒐集」
→「團隊學習」 

Mr4－Mr3 = 73.60 
dfr4－dfr3 = 1 
χ2(1) = 10.83 
Mr4－Mr4 > 臨界值 

Mr4－Mm = 80.73 
dfr4－dfm = 2 
χ2(2) = 13.82 
Mr4－Mm > 臨界值 

適配度優於Mr3，劣
於Mm。 
（繼續修正） 

Mr5 
開放「團隊學習」
→「溝通對話」 

Mr5－Mr4 = 76.41 
dfr5－dfr4 = 1 
χ2(1) = 10.83 
Mr5－Mr4 > 臨界值 

Mr5－Mm = 4.32 
dfr5－dfm = 1 
χ2(1) = 10.83 
Mr5－Mm < 臨界值 

適配度優於Mr4，與
Mm無差異。 
（發現不顯著結構
係數，繼續修正） 

Mr6 
刪除「資訊蒐集」
→「組織創新」 

Mr6－M5 = 0.18 
dfr6－dfr5 = 1 
χ2(1) = 10.83 
Mr6－M5 < 臨界值 

Mr6－Mm = 4.14 
dfr6－dfm = 2 
χ2(2) = 13.82 
Mr6－Mm < 臨界值 

適配度與Mr5及Mm
無差異。 
（接受） 

三、組織學習因素層面對組織創新的影響 

    經兩階段 SEM的檢定程序，本研究確立了一個適配程度良好的結
構模式（圖 2）。依據該模式，可進一步瞭解學校組織學習各層面與組織
創新的影響關係，並確認其影響效果。 

γ11 = .55 

β21 = .41 

β32 = .53 

β43 = .16 
β42 = .57 

 

 

 

 

 

 

 

 

 

 

 

 

 

 

圖 2 組織學習因素層面與組織創新結構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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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思考的影響效果 
    由圖 2 可知，「系統思考」對組織創新具直接效果，其標準化結構
係數為 0.28；此外，透過「資訊蒐集」、「團隊學習」及「溝通對話」等
層面，亦能對組織創新產生間接的影響。其中，經由「資訊蒐集」→「團
隊學習」→「組織創新」的關係，具 0.13（0.55*0.41*0.57）的間接效
果；經由「團隊學習」→「組織創新」的關係，具 0.26（0.46*0.57）的
間接效果；經由「資訊蒐集」→「團隊學習」→「溝通對話」→「組織
創新」的關係，具有 0.02（0.55*0.41*0.53*0.16）的間接效果；經由「團
隊學習」→「溝通對話」→「組織創新」的關係，具有 0.04（0.46*0.53*0.16）
的間接效果；經由「溝通對話」→「組織創新」的關係，則具 0.04
（0.28*0.16）的間接效果。合計總效果為 0.77。 
（二）資訊蒐集的影響效果 
    就「資訊蒐集」的影響效果而言，其對組織創新未具顯著的直接效
果，然其可經「團隊學習」及「溝通對話」兩個層面，間接對組織創新

產生影響（見圖 2）。其中，經由「團隊學習」→「組織創新」的關係，
具 0.23的間接效果（0.41*0.57）；經由「團隊學習」→「溝通對話」→
「組織創新」的關係，則具 0.03（0.41*0.53*0.16）的間接效果。合計
總效果為 0.26。 
（三）團隊學習及溝通對話的影響效果 
    由圖 2 可知，「團隊學習」對組織創新具直接效果，其標準化結構
係數為 0.57。另透過「溝通對話」→「組織創新」的關係，則具有 0.08
（0.53*0.16）的間接效果。合計總效果為 0.65。此外，就此結構模式而
言，「溝通對話」對於組織創新具直接效果，其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0.16。 
（四）綜合討論 
本研究運用 Anderson 與 Gerbing（1988）的兩階段 SEM 方法，針

對學校組織學習因素層面與組織創新的關係進行檢定。首先，就組織學

習與組織創新的測量模式而言，係認為「系統思考」、「資訊蒐集」、「團

隊學習」、「溝通對話」與「組織創新」等五個潛在因素具共變關係。分

析結果顯示，此多因素斜交測量模式獲得支持且具良好的適配度，由此

可知，組織學習的因素層面確實與學校的組織創新具密切的正向關係，

此結果與黃瓊蓉（2004）、李瑞娥（2004）及陳鈞泓（2011）的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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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思考的影響效果 
    由圖 2 可知，「系統思考」對組織創新具直接效果，其標準化結構
係數為 0.28；此外，透過「資訊蒐集」、「團隊學習」及「溝通對話」等
層面，亦能對組織創新產生間接的影響。其中，經由「資訊蒐集」→「團
隊學習」→「組織創新」的關係，具 0.13（0.55*0.41*0.57）的間接效
果；經由「團隊學習」→「組織創新」的關係，具 0.26（0.46*0.57）的
間接效果；經由「資訊蒐集」→「團隊學習」→「溝通對話」→「組織
創新」的關係，具有 0.02（0.55*0.41*0.53*0.16）的間接效果；經由「團
隊學習」→「溝通對話」→「組織創新」的關係，具有 0.04（0.46*0.53*0.16）
的間接效果；經由「溝通對話」→「組織創新」的關係，則具 0.04
（0.28*0.16）的間接效果。合計總效果為 0.77。 
（二）資訊蒐集的影響效果 
    就「資訊蒐集」的影響效果而言，其對組織創新未具顯著的直接效
果，然其可經「團隊學習」及「溝通對話」兩個層面，間接對組織創新

產生影響（見圖 2）。其中，經由「團隊學習」→「組織創新」的關係，
具 0.23的間接效果（0.41*0.57）；經由「團隊學習」→「溝通對話」→
「組織創新」的關係，則具 0.03（0.41*0.53*0.16）的間接效果。合計
總效果為 0.26。 
（三）團隊學習及溝通對話的影響效果 
    由圖 2 可知，「團隊學習」對組織創新具直接效果，其標準化結構
係數為 0.57。另透過「溝通對話」→「組織創新」的關係，則具有 0.08
（0.53*0.16）的間接效果。合計總效果為 0.65。此外，就此結構模式而
言，「溝通對話」對於組織創新具直接效果，其標準化結構係數為 0.16。 
（四）綜合討論 
本研究運用 Anderson 與 Gerbing（1988）的兩階段 SEM 方法，針

對學校組織學習因素層面與組織創新的關係進行檢定。首先，就組織學

習與組織創新的測量模式而言，係認為「系統思考」、「資訊蒐集」、「團

隊學習」、「溝通對話」與「組織創新」等五個潛在因素具共變關係。分

析結果顯示，此多因素斜交測量模式獲得支持且具良好的適配度，由此

可知，組織學習的因素層面確實與學校的組織創新具密切的正向關係，

此結果與黃瓊蓉（2004）、李瑞娥（2004）及陳鈞泓（2011）的研究結

果一致。 
其次，就組織學習因素層面與組織創新的關係而言，經六次的模式

修正後，確立一個適切的結構模型。其分析結果指出，「系統思考」、「團

隊學習」與「溝通對話」等三個因素層面，對於學校的組織創新具直接

的影響效果，此結果與蕭佳純（2007），以及張奕華等人（2008）的研
究結果相似。相對而言，「資訊蒐集」層面對於學校組織創新並未具直

接影響，而是透過「團隊學習」的中介作用，間接對組織創新產生影響。

此結果與過去研究並不一致，然而，這樣的發現是相當有價值的，亦即

過去的研究多認為組織學習的因素層面必對學校組織創新有正面的影

響，然而，本研究結果發現，「資訊蒐集」層面在學校組織學習與組織

創新的模式中，並未能直接影響組織創新，而是扮演前置變項（如資訊

蒐集→對團隊學習）與中介變項（如系統思考→資訊蒐集→團隊學習）
的角色。 
此外，就組織學習因素層面的影響效果而言，以「系統思考」層面

對組織創新的影響效果最高；其雖未具很高的直接效果（γ41 = 0.28），
但透過「資訊蒐集」、「團隊學習」與「溝通對話」的層面的中介，則具

有相當的間接效果（間接效果合計為 0.49）。由此可見，學校若有藉由
組織學習來促進組織的創新，必須強調系統思考的重要性，其非但能直

接促進組織的創新，更是其它組織學習活動的重要前置因素。另外，「團

隊學習」亦是促進學校組織創新的重要因素。相較於其他的因素層面，

其對於促進學校組織創新具有最高的直接影響效果（β42 = 0.57）。就概
念上，「團隊學習」是學校成員在組織學習中的具體行動，而透過成員

間的交流及合作，將有助於學校的組織創新。此外，團隊學習亦能有助

於溝通對話，並藉由「溝通對話」的中介作用，間接對組織創新產生影

響。歸納來說，「團隊學習」對組織創新的總效果雖不若「系統思考」，

但其直接效果是高於「系統思考」的，由此可知「團隊學習」對於促進

學校組織創新的重要性，然不可忽略的是，「資訊蒐集」及「溝通對話」

亦是影響團隊學習的重要因素。相對於「系統思考」及「團隊學習」而

言，「資訊蒐集」與「溝通隊話」對學校組織創新的直接影響並不高，

其中，「資訊蒐集」對組織創新的直接效果是不顯著的，而「溝通對話」

對組織創新的直接效果亦不高（β43 = 0.16）。即使如此，亦不可忽略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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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整體模式中的重要性。例如，「資訊蒐集」能有效促進學校的團隊

學習（β21 = 0.41），此外，其對於「系統思考」與「團隊學習」的關係，
亦具中介作用。在「溝通對話」方面，其對於「系統思考」及「團隊學

習」而言，均是促進組織創新的中介變項。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透過實證性研究，經兩階段 SEM檢定程序，針對學校組織
學習四個因素層面與組織創新的結構關係進行分析。依據研究結果，本

研究獲致以下結論： 
（一）系統思考是促進組織學習重要的前置因素 
    研究結果顯示，「系統思考」除可直接影響組織創新外，更重要的，
其係為組織學習其他層面的重要前置因素。學校若要透過組織學習來提

昇學校創新的程度，則應首重系統思考的工作，亦即透過系統性的思考

與規劃，來引導組織學習的資訊蒐集、團隊學習與溝通對話等進行，並

進而促進學校的組織創新。 
（二）團隊學習對於組織創新最具直接影響效果 
    依據研究結果，本研究發現「團隊學習」對組織創新最具直接影響
效果。由此可見，學校若要提昇組織創新的程度，絕不可忽略成員間的

交流與合作；重視團隊模式的學習，方能有效匯集學校成員的資訊、知

識、行動等資源，進而跳脫個人學習的局限，以達成組織創新的目標。 
（三）資訊蒐集與溝通對話，是促進組織創新的重要媒介 
    就「資訊蒐集」與「溝通對話」兩個層面而言，其對組織創新的直
接影響效果是不顯著或偏低的，然而，兩者卻是學校進行組織學習以促

進組織創新過程中，相當重要的媒介。具體言之，兩者對於學校組織創

新的提昇雖無明顯直接影響，但卻扮演著前置或中介變項的角色。例

如，「資訊蒐集」能正向影響學校的團隊學習，而團隊學習可以透過「溝

通對話」的中介作用，間接對組織創新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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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整體模式中的重要性。例如，「資訊蒐集」能有效促進學校的團隊

學習（β21 = 0.41），此外，其對於「系統思考」與「團隊學習」的關係，
亦具中介作用。在「溝通對話」方面，其對於「系統思考」及「團隊學

習」而言，均是促進組織創新的中介變項。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透過實證性研究，經兩階段 SEM檢定程序，針對學校組織
學習四個因素層面與組織創新的結構關係進行分析。依據研究結果，本

研究獲致以下結論： 
（一）系統思考是促進組織學習重要的前置因素 
    研究結果顯示，「系統思考」除可直接影響組織創新外，更重要的，
其係為組織學習其他層面的重要前置因素。學校若要透過組織學習來提

昇學校創新的程度，則應首重系統思考的工作，亦即透過系統性的思考

與規劃，來引導組織學習的資訊蒐集、團隊學習與溝通對話等進行，並

進而促進學校的組織創新。 
（二）團隊學習對於組織創新最具直接影響效果 
    依據研究結果，本研究發現「團隊學習」對組織創新最具直接影響
效果。由此可見，學校若要提昇組織創新的程度，絕不可忽略成員間的

交流與合作；重視團隊模式的學習，方能有效匯集學校成員的資訊、知

識、行動等資源，進而跳脫個人學習的局限，以達成組織創新的目標。 
（三）資訊蒐集與溝通對話，是促進組織創新的重要媒介 
    就「資訊蒐集」與「溝通對話」兩個層面而言，其對組織創新的直
接影響效果是不顯著或偏低的，然而，兩者卻是學校進行組織學習以促

進組織創新過程中，相當重要的媒介。具體言之，兩者對於學校組織創

新的提昇雖無明顯直接影響，但卻扮演著前置或中介變項的角色。例

如，「資訊蒐集」能正向影響學校的團隊學習，而團隊學習可以透過「溝

通對話」的中介作用，間接對組織創新產生影響。 

二、建議 

（一）對學校實務的建議 
1. 重視系統思考的策略，以促進學校組織學習 
組織學習已被視為學校組織發展的重要策略。然而，學校組織學習

的推動，應是建立在學校願景、特色及需求等基礎，並透過整體性及系

統性的思維與規劃，才能真的有助於學校的組織學習，並進而促進組織

創新。在策略方面，學校應確立學校發展願景，同時審視各項的條件、

資源與影響因素，進而形成組織學習的目標與方向，並據以推動各項相

關計畫。 
2. 推動成員團隊學習，以促進學校組織創新 
學校的組織學習或創新，不能僅限於紙上作業的層次，最重要的是

推動具體的行動。而學校的行政人員及教師等成員，係學校發展最重要

的人力資本，因此，學校應鼓勵與推動成員間的團隊學習，並給予充分

的支持，如此方能統整個別成員的專業及共識，以形成學校組織創新的

關鍵力量。 
3. 重視各類資訊蒐集，並鼓勵溝通對話 

組織學習涉及到學校脈絡及成員的互動交流，因此各方的資訊蒐集

是相當重要的，藉此過程，可以瞭解學校的現況及需求，以做為擬定策

略及推展行動的參考。另外，在學習及創新的過程，因涉及到既有思維

與行動的改變或轉化，因此，應重視成員間的相互溝通及對話，以避免

衝突或歧見的產生，而導致變革目標無法實踐。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1. 進行模式的驗證 
由於過往關於學校組織因素層面與組織創新結構關係的實證研究

是缺乏的，因此，本研究以 Anderson與 Gerbing（1988）的兩階段 SEM
方法進行分析。然這樣的方法，係基於巢套模式的差異比較，僅能說明

模式與樣本原始資料的適配程度。礙於樣本的限制，本研究並無針對模

式進行驗證，建議未來研究應蒐集不同的樣本進行分析，以進一步確認

模式的正確性。 
2. 檢視其他可能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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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模式修正過程中，主要是參考MI修正指標做為修正依
據，因此，僅能說明就本研究的樣本資料而言，其變項間的關係可呈現

如此的敘列，而無法排除其他可能模式的存在。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就其

他可能模式進行分析，以進一步檢證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的關係。 
3. 進行組織層次的分析 

本研究在分析單位上，係以個別教師的知覺程度為基礎，因此，無

法排除不同學校間存在的差異性。建議未來研究，可依據此模式進行多

層次的分析，以求更精確的模式敘列及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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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模式修正過程中，主要是參考MI修正指標做為修正依
據，因此，僅能說明就本研究的樣本資料而言，其變項間的關係可呈現

如此的敘列，而無法排除其他可能模式的存在。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就其

他可能模式進行分析，以進一步檢證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的關係。 
3. 進行組織層次的分析 
本研究在分析單位上，係以個別教師的知覺程度為基礎，因此，無

法排除不同學校間存在的差異性。建議未來研究，可依據此模式進行多

層次的分析，以求更精確的模式敘列及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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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研究變項測量題項 

潛在因素 測量變項 測量內容 

系統思考 
ξ1 

X1 
X2 
X3 
X4 
X5 

考量學校的相關資源及條件  
各項計畫會考量相關因素  
規劃工作時能集思廣益  
推動工作時會預先做好協調工作  
針對現狀有系統的規劃變革  

資訊蒐集 
η1 

X6 
X7 
X8 
X9 

運用各種管道蒐集教學的相關資料  
重視學生意見做為相關措施修正之參考  
徵詢家長意見做為校務經營之參考  
蒐集相關資訊以檢視學校現況  

團隊學習 
η2 

X10 
X11 
X12 

提供充分資源以支持教師的學習活動  
教師樂於專業分享及合作  
辦理相關活動，以利教師間的觀摩學習  

溝通對話 
η3 

X13 
X14 
X15 
X16 
X17 

教師能坦誠溝通，相互傾聽意見  
教師能以理性且專業的態度面對不同意見  
教師在溝通時，能注意對方的感受  
教師會利用各種機會管道進行溝通  
良好組織溝通的氣氛與文化  

組織創新 
η4 

Y1 

行政管理創新 

運用創新思維，評估學校目標的達成程度  
各項行政流程能創新求變，追求最佳效率  
接受教師的創新想法，並實際規劃  
整合各方意見，在各項行政措施力求精進  

Y2 

課程教學創新 

運用創新的策略或想法，實際運用於教學活動中  
規劃各項創新教學活動，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會  
在既有的課程上創新求變，以豐富教學內容  

Y3 

學生活動創新 

針對例行性活動創新求變  
配合課程及教學，辦理各項校內的創新性活動  
透過創新的策略，增加學生多元的學習經驗  

Y4 

文化氣氛創新 

公開肯定或實質獎勵教師的創新作為  
教師樂於就創新的想法進行討論  
具有正向支持創新的氛圍  

Y5 

資源運用創新 

持續更新各項資訊設備，以提昇教學品質  
拓展社區資源，並有效增進學校效益  
環境配置與空間規劃能融入創新理念  
建構良好的資訊網站，提供教師、學生、家長交流的平台 
建立完善的教學資源系統，提供教學相關的資料  

 
 
 



127

學校組織學習因素對組織創新影響之探討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Factors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Hung-Chin Yen＊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educational reform requirements,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essential for maintaining school competitivenes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enhancing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in schools. Many empir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ffects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positively. 
However, most research suggests that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enhances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but does not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factors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ffect of school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factors on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 survey was administered to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Hsinchu County and City, yielding 502 valid responses. 
Two-stage SEM tested the relationship.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systematic thinking” is a critical prior factor for promoting school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b) “group learning” directly enhances school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c)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communication” are important for reinforcing school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we propose suggestions for school 
practice and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two-stage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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